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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开发区的治理模式有三种:政府治理型、政企合作型、企业治理型，前两类一般
设有管委会。根据政府介入程度的不同，开发区管委会体制可以细分为六种类型，分别在
“连续性光谱”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但对具体的开发区来说，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会在光谱
的不同位置间游走。在实践中，开发区管委会与上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属地政府、周边地方
政府以及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府际关系网络。在总体上，它们不是顶层设计的
结果，而是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其自主性进行多元化探索的产物。正因为缺乏统一的规范，开
发区管委会体制下的府际关系，长期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如果说以往开发区建设的关键
抓手是政企统合的话，那么未来开发区治理的关键问题是，理顺围绕管委会形成的府际关系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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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开发区，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外部生产要素、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而划出一定范
围，并在其中实施特殊体制、政策和管理手段的特定区域①。中国开发区的设置，起源于 1984 年
的第一批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并经历了小范围探索( 1984 ～ 1991 年) 、快速成长( 1992 ～ 2002
年) 、二次创业( 2003 ～ 2013 年) 和转型升级( 2014 年至今) 等四个阶段。目前，国务院批准设立
的具有开发区代码的开发区共有 552 家。其中，经济技术开发区 219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68 家，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135 家，边境 /跨境经济合作区 19 家，以及其他类型开发区 23 家②。
另外，不具有开发区代码的国家级新区有 19 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 12 个、自由贸易区有 12
个。开发区的治理模式虽有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和政企合作型之分，但总体上仍以政府管委
会体制为主。然而，虽历经三十多年演变，开发区管委会的法律地位依然不清，机构及其职责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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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还不够规范，变革的目标方向仍充满争议。其中，管委会体制下复杂的府际关系网络，及其外
显于地域空间的诸多不确定性，既是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又是诸多实践困境在制度安排上

的映射。
理顺关系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场景呈现”，并构成了改革和转型的一张一弛之道。不理解关

系及关系的理顺，就无法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①。府际关系对于国家治理的功能和重要性表现
在宪法和法律层面的结构安排、行政层面的功能分工和管理层面的政策过程②。当前，开发区已
经走到管理体制“复辟”与改革创新的“十字路口”③，学术界在开发区的历史演变④⑤、相关理论
与实证⑥⑦⑧⑨、管理体制与治理模式瑏瑠瑏瑡瑏瑢、治理困境与转型方向瑏瑣瑏瑤瑏瑥瑏瑦瑏瑧等领域做了不少探索，但
对处于“迷雾”状态的开发区府际关系网络，一直少有人系统梳理。本文以管委会体制为例，通
过深入爬梳开发区管委会与上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属地政府、周边地方政府以及其他治理主体之
间的权责配置、利益分配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提供了思考中国开发区治理及其复杂府际关系的
网络视角。因为开发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承载着对外开放和改革试验的重要使命，而
且府际关系的重构一开始就与国家治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瑏瑨，所以本文的研究具有“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意义。
在探究中国开发区治理的本质时，有学者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区域”与政企统合理论，并

对这一治理模式的再集权化、组织基础、绩效相对性与廉政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瑏瑩瑐瑠。这一理论
大大丰富了开发区治理的研究，但也在类型区分、历史演化和现实多样性等方面留下一些可商榷
的空间。本文将对这一理论做出基于府际关系网络的反思性回应。事实上，政企统合理论强调
的开发区管委会和开发公司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围绕开发区管委会形成的府际关系网络的重要

一环。但是，府际关系网络除了包括管委会与开发区内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包括了管
委会和外部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府际关系网络的视角能够更好地揭示开发区治理结构
的系统性特征，并实现对“第三区域”与政企统合理论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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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发区治理中的管委会体制

开发区建设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对吸引外资、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解决就
业等具有重要作用①②③④。在享受优惠政策、承接资本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开发区促进
了附着其上的诸多政治社会关系与地域空间的重组。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建构探索，它通过改
变由市、县、乡镇等正式行政等级所决定的尺度关系和地域边界，实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并对区
域治理产生重要影响⑤。
在实践中，开发区的治理模式丰富多样。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五种: 一是政府治理型模式，由

政府来领导、组织和具体实施开发区的管理和建设工作，具体又可分为管委会协调型和管委会主
治型; 二是企业治理型模式，由独立的经济组织即开发公司管理开发区，依据资金来源的不同，又

可以分为国企型、外商型、联合型三类; 三是政企合作型模式，从开发区管理活动中，政府与企业
结合的紧密程度和企业资本来源的区别，可以划分为政企合一型和政企分开型; 四是委托管理型

模式，由于缺乏经验，政府委托国内某知名或富有经验的产业园对开发区进行管理运作，根据合

同约定分享利润或成果; 五是“协治”型模式，一区( 开发区) 多园( 产业园) 和一域( 经济区、行政
区) 多区( 开发区) 涉及多部门、多行政层级的协作型治理⑥⑦。事实上，委托管理型和“协治”型
模式的实质，依然可以归结于政府治理型、企业治理型或政企合作型。如果根据政府对开发区的
介入程度，可以把治理模式区分为图 1 所示的“连续性光谱”。无论是政府治理型模式，还是政
企合作型模式，一般都在开发区设立了管委会，所以都属于开发区管委会体制。
管委会全治型⑧。开发区管委会对开发区内的经济、社会事务进行统一管理，这主要存在两

类情况: 一是在开发区托管行政区的地方，管委会类似于一级政府，全面管理开发区内的经济社

会事务。比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自 1991 年成立以来，通过五次托管不仅实现了扩容( 包括整
体托管汉南区) ，而且重构了行政关系、空间关系和产业关系的多维尺度⑨。当然，全面管理区域
内的经济社会事务，并不意味着必须直接以管委会的名义进行。部分社会事务，可以依托被管委
会托管的区、乡镇或街道等地方政府管理。二是在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即“政区合一”的部分地
方，开发区和行政区的机构采取合署的方式。因为难以准确区分开发区和行政区的各自行为，也
可认为管委会的职能具有全面性。在实践中，有的地方虽实行政区合一，但管委会和行政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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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设，此时的管委会就不属于全治型。比如在黄岛区(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2 年开启了政
区合署的先河，但在 2005 年之后管委会与区政府进行合理分工，各自运作。①

图 1 开发区治理模式的“连续性光谱”

说明: 此图借鉴了陈科霖的《开发区治理中的“政企统合”模式研究》一

文①，并进行了修订和改造

管委会主治型。地方党委和政府在开发区设立党工委和管委会( 一般合署) ，对开发区的规
划建设、招商引资、产业发展等经济事务进行全面管理，而属地政府则主要负责征地拆迁和民政
社保、文教卫体等社会事务。相对来说，开发区承担的发展使命更受重视、享有更大的经济管理
权限、管委会( 或其领导) 的行政等级较高。比如，身处县级市的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享
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其主任的行政级别为副厅级。所以，属地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往往
服从开发区建设的需要。然而，开发区的建设、发展要求构建起管委会职能与组织间的动态平衡
关系。由以增量型区域开发职能为主转变为以存量型管理服务职能为主，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
构则需要由项目型组织向行政区政府组织结构转变②。随着开发区逐渐向多功能的城市新区发
展，部分开发区开始向行政区靠拢。例如，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逐渐向一级政府演化，虽尚未设
立人大和政协，但已设立了人民法院和检察院; 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与虎丘区于 2002 年合并，实
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管委会协调型。这是指开发区所在的地级市政府在本级政府内设置管委会或办公室，其成

员由政府行业或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③。管委会的主要功能是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
关系，其本身不直接参与开发区的日常管理。具体事项的管理权限，依然主要掌握在地级市职能
部门手中，而辖区地方政府进行辅助配合。如果不设管委会，各职能部门和辖区地方政府必然形
成多头管理，导致推诿扯皮和效率低下。但是，协调型管委会的权限要比全治型管委会和主治型
管委会小得多，扯皮和低效等问题难以得到根本扭转。这也是实践中较少开发区选择这一模式
的主要原因。有时候，则是作为开发区刚起步时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比如在 1990 年，杭州市筹
备设立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前身) ，领导小组下面的具体工作班子属于协调

型。随着开发区管委会等机构的建立健全，其管理体制随之转型为管委会主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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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合一型。有学者把政企合一型看成是管委会主治型的细化，认为其在根本上是一种行
政管理模式①。虽然政企合一型体制下的确存在开发区管委会，但这一观点的分类逻辑有些紊
乱。因为在同一逻辑下的分类，各类别之间应该相互排斥。根据政府对开发区的介入程度，政企
合作型体制是区别于政府治理型和企业治理型的，它处在“连续性光谱”的中间位置。其中，政
企合一型体制整合了政府官僚权力和企业管理机制，采取“管委会 +开发公司”的形式，政企的
主要领导交叉任职，形成“两( 多) 块牌子，一套班子”。有学者称之为“政企统合模式”②。国内
大多数历史较长的开发区在发展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这一模式。比如，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和开发公司( 名称有过几次变动) 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1991 年 8 月 ～ 1997
年 3 月为第一阶段，开发公司主要领导由开发区管委会领导兼任，管委会与开发公司实行“两块
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体制; 1997 年 3 月 ～ 2007 年 8 月为第二阶段，实行政企分开，开发公司相
对独立运行; 2007 年 8 月至今为第三阶段，开发公司实行公司制管理，并设立了董事会与监事
会③。事实上，在 2007 年转企改制前，开发公司还一直是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
政企模糊型。这一类型介于政企合一和政企分开之间，是指形式上政企已经分开，但事实上

紧密关联甚至暗箱操作。而且，形式上的政企分开，往往不是开发区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在中
央政策的强制要求下被迫进行的。2018 年 11 月初，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的“80 后”董事长、
“90 后”董事事件，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官方调查发现，是开发区财政局为规避正式在编人
员不得在下属企业兼职的有关规定，从劳务派遣制和聘用制员工中选择 3 人，补充空缺的 3 个董
事职位。同时，签订了《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并委托财政局时任副局长王某全权负责
高新控股的经营管理业务。这 3 名董事与之前任命的 4 名兼职董事均为挂名，并无任何实际经
营管理职权④。这一舆论事件，把开发区治理中的政企模糊型体制，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管
委会之所以这么“欲罢不能”，主要是因为公司可以提供开发区运作的市场化主体、投融资平台
和人力资源储备库。
政企分开型。为保持分类标准的一致，政企分开型并不包含所有按照市场化原则和规范化

制度进行政企彻底分开的情况，而主要是指政企分开后开发公司在开发区治理中发挥较大作用

的体制。如果政企分开后，主要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开发区事务，开发公司参与区域治理较少，
则属于政府治理型体制。这里的政企分开型属于政企合作型，介于企业治理型和政府治理型之
间，而且相对靠近于企业治理型。就像企业治理型并不意味着当地政府没有履行职能、政府治理
型并不意味着企业没有参与区域治理一样，政企分开型体制下企业发挥重要作用时，政府也并不

缺位。只不过在“连续性光谱”中，政府对开发区的介入程度有所不同。比如在 278 平方公里的
苏州工业园区，其中有中新( 新加坡) 合作区 80 平方公里。中新两国政府成立了联合协调理事
会，苏州市也成立了园区管委会，但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在工业园的开发建设过程中

( 特别是在初期) 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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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政府介入程度的不同，开发区管委会体制可以细分为六种类型。这六种体制类型
在“连续性光谱”中，分别处于不同的位置。但对具体的开发区来说，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会在
光谱的不同位置间游走。就当前而言，有学者统计过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的不同管理模式:
政府主导型( 即政府治理型) 占 85%，政府参与型( 即政企合作型) 占 12%，政府服务型( 即企业
治理型) 占 3%①。也就是说，管委会体制( 特别是政府治理型) 乃是开发区治理的主流。

三、管委会体制下的府际关系网络

有关城市与区域治理研究的“新国家空间”( New State Space) 理论认为，为促进国内战略性
城市—区域的发展，国家权力向多重地理尺度分化，带来了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以及与之相
关联的国家空间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变化②。而且，战略性城市—区域空间的生产具有空间
选择性③。也就是说，在特定背景下，国家通过推行相关项目和策略而优先发展某一空间或尺
度，以实现其政策目标④⑤。在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过程中，开发区不仅体现了战略的空间选择
性，而且还承担了柔性行政区划改革的角色。开发区本身并不是行政区划，而是在原行政区划的
基础上进行了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⑥。也正因为如此，开发区治理中的府际关系网络要比普通
行政区划复杂一些。一方面，开发区府际关系需要体现国家与区域发展的战略，同时也深受地方
政府行为的塑造; 另一方面，开发区府际关系本身就内嵌于地方政府的具体行为，并会深刻影响

国家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
所谓府际关系，一般是指政府之间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纵横交错的关系，以及不同地区政府

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之间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⑦。这与林尚立教授强调的政府
间关系稍有不同，因为除了“纵向的各级政府间和横向的各地区政府间关系”之外⑧，府际关系还
包含了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广义上的府际关系涵盖各级政府间之垂
直运作、同一层级各地方政府间之水平互动，甚至包括特定政府各组织间横向协调，及政府机关
对外与民间社会之公共关系等⑨。也就是说，府际关系还可以拓展到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
的关系。基于共同任务而结成的府际伙伴关系，互为利益相关者而彼此协同，形成府际政策网
络瑏瑠。特别是，各级各类政府组织基于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博弈关系，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形成相互依赖、资源互惠和利益共生关系瑏瑡。广义上的开发区管委会体制下府际关系网络呈现
形式可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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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开发区管委会体制下的府际关系网络

开发区管委会与上级政府及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在管委会协调型体制下，管委会是本级
人民政府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除此之外，上级政府一般都在开发区设立专门的管委会。对开
发区管委会的性质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与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然而，开
发区管委会到底是派出机构还是派出机关? 无论是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上，还是在地方立法和文

件上，都面临着尴尬。从行政法的角度看，派出机关是当然的行政主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
行使行政职权、承担行政责任，可以成为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以及行政诉讼的被告; 派出机构则
只有在法律、法规授权时才可以充当行政主体①。从行政学的角度讲，派出机关由一级人民政府
派出，而且职能较为完整，如地区行政公署、街道办事处等; 派出机构由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所以
职能相对单一，比如派出所、工商所等。根据宪法第 30 条规定，开发区本身不是一级行政区划。
地方组织法第 68 条则规定，省、自治区政府可以设立派出机关即地区行政公署，而县、自治县政
府以及市辖区、不设区的市政府可以分别设立区公所和街道办事处作为其派出机关。因为没有
提及上级政府可以在开发区设立管委会作为其派出机关，所以把开发区管委会看成是派出机关

缺乏足够的宪法和法律依据②。在地方性立法中，据检索，标题中含有开发区并且将开发区管理
机构直接界定为派出机构的地方性法规达 26 部，而无一将开发区管理机构直接界定为派出机
关③。然而，如果把管委会看成是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在开发区的派出机构，就意味着其行政
主体资格将受到严重的挑战。除非法律法规明确授权，否则开发区管委会就不能用自己的名义
做出具体行政行为④。所以，开发区管委会与上级政府及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至今还处于扑朔
迷离的状态。
开发区管委会与属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发区的属地政府有三类: 一是辖区内被托管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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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道、市辖区政府。被托管的地区，发生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①。所有权依然属于
原行政区，但经营权交给了开发区。管委会与属地政府之间具有类似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领导
与被领导关系。不过，因为开发区不是一级政府( 除了政区合一的地方) ，没有人大和政协，有些
地方也没有法院和检察院，所以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在结构上有残缺、在功能上不完整。二是
辖区内未被托管的乡镇、街道、市辖区政府。开发区与属地虽有地域上的包含与被包含，但两者
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主要是分工合作与互补协同。相对来说，开发区管委会在区域治
理中地位更高，属地政府着重配合与支持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三是与开发区辖区有交叉的乡
镇、街道、市辖区政府。开发区大都由切块形成，有些开发区与辖区相关乡镇、街道、市辖区之间
没有形成完全的包含关系，所以就不可能产生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开发区管委会与属地政府之
间有分工合作，但关系较为复杂，利益协调相对困难。当然，组织间的伙伴关系将会随着时间的
流动或生命周期的动态过程而出现不同的治理模式②。府际协同的多元化机制包括网络模式、
科层模式和契约模式，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才是保证合作关系良好发展的关键③。也就是说，在
开发区发展的生命周期中，管委会与属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转换，其府际协同模式需要根

据具体情境进行权变。比如，原未托管的乡镇、街道、市辖区托管给开发区之后，其府际关系就转
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府际协同也就主要采取科层化模式; 设立开发区后，如果辖区边界与

原乡镇、街道、市辖区的行政边界一致，则相比辖区又有交叉或边界不一致的地方，无论采取网络
模式还是契约模式，都更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有研究表明，行政主体的多元化降低了国家级新
区的管理绩效，行政主体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明显更高④。同理，如果开发区
管委会与属地政府成为互相独立、平等的行政主体，也将影响区域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事实上，
这是诸多开发区开始托管行政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开发区管委会与周边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热衷推动开发区建设，有着明显的空

间策略互动。地市级政府在建设开发区上会充分参考“邻居”城市的行为做出自身决策，并且这
种空间效应在地理距离相近的同级城市间更为显著⑤。在这个意义上，开发区成为地方政府之
间竞争和博弈的重要工具，管委会则充当了上级政府及其领导人在“政治锦标赛”中“经济先锋
队”的角色。在开发区边界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管委会与周边政府之间除了相互竞争之外，还表
现在区域公共产品提供中的分工与协同。但伴随开发区的发展壮大，其地域空间不断扩张，法定
的“四至范围”经常被突破。有时，则通过与行政区的整合，实现开发区边界的模糊化处理。在
调和地域空间与行政空间的过程中，开发区管委会与周边政府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职权入侵、行动
博弈、治理冲突、区域融合等多种形式。职权入侵是指，开发区的范围扩大以后，管委会对经济事
务( 如托管则还包括社会事务) 的管理权“侵入”到了原周边地区; 行动博弈是指，开发区管委会
和周边政府都会在评估开发区拓展的利弊后作出策略应对; 治理冲突是指，开发区管委会和周边

政府可能因为利益不一致，导致区域治理的紧张关系或政府间不合作; 区域融合是指，开发区拓

展后与原周边被“入侵”的地区以及依然保留的周边地区进行了系统地整合，管委会与周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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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合作共赢。有必要注意的是，因为开发区本身不设人大、政协等机关，所以其居民在参与人
大、政协等政治生活时，往往还需要回到原行政区。有些原行政区已经处于开发区范围之内，但
有些原行政区是在“隔壁”。比如，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托管了下沙和白杨两个街道，但其居民在
选举人大代表时，还是需要回到位于开发区“隔壁”的杭州市江干区。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开发区与
周边地区还是“藕断丝连”。只不过，实际运行很尴尬。开发区的人大代表在江干区人大开会时提
出了改进开发区工作的议案或建议，但江干区人大、政府却对开发区几乎没有任何权限。
开发区管委会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开发区管委会为核心的府际关系网络，在广

义上还包括了与开发公司、社会组织等区域内外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化治理之所以
这么重要，是因为它与市场和科层相比，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优势①。它将第三方政府高水平的
公私合作特征与协同政府充沛的网络能力结合起来，然后再利用技术将网络连接到一起，并在服

务运行方案中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权②。在开发区治理的诸多主体中，开发公司始终承担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即便是中央多次出台文件，强调推进政企分开，但在实践中，派出管委会、注
册投资公司，实现政企统合治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首选和惯例③。因而，管委会与开发公司
之间的关系是开发区复杂府际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以往开发区
治理中的作用体现得不太明显。但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开发区赖以建立、存在和发展的政策环
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向以产城融合为特征的综合新城转型是开发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④。开发区的发展将由关注经济效益的资本主导逐渐转向平衡社会效益的服务主导，这就给
社会组织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巨大平台。除了这些开发区内部的治理主体，处在开发区外部的中
央政府、主城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与开发区管委会有密切联系的各类主体，也都属于
广义府际网络的一部分。只不过，不同主体跟开发区及其管委会的联结强度有所不同。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开发区建设离不开母城的大力支持，比如土

地出让、税收减免、资金投入、人才吸引、品牌宣传，等等。

四、府际关系网络还是政企统合

有学者提出，因治理形态显著区别于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以开发区、新城、新区、功能区为
典型的治理区域，属于第三区域。第三区域治理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再集权化，具体表现为政
企统合，即政府与企业统合的制度安排。集权化战略有助于优化决策和协调、保障开发资金持续
投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政企统合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政府在资
本、组织、人员等方面的治理能力，但其治理绩效也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⑤。第三区域政企统合
治理模式的组织结构特征集中体现为统合性、大部门制和不均衡性，并由此形成了统合型的权力
分布形态，关联事权的一体化和重决策执行、轻监督的权力配置关系。政绩依赖、权力的统合性
以及民主监督的限度弱化了权力控权和权利控权两种机制，并由此引发了高廉政风险⑥。第三
区域与政企统合理论极富洞见，抓住了中国开发区治理的核心命题，为深入理解开发区的跨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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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组织化基础、绩效相对性、再集权战略与廉政风险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特别是第三区
域概念的提出及其对政企统合模式的深入解读，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
中国开发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增量制度安排，但如今开发区初始制度设定之“内卷化”倾

向日益严重。一方面，政策激励和管治构架变迁具有的激励绩效边际递减; 另一方面，内生性缺
陷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显现①。开发区受政府引导甚至主导的特征非常明显，其本质是地方政府
以“政策租”的竞争方式来使企业扎堆，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聚②。租金内嵌在政治的每个
部分，在表面经济目标下，经常是被用来服务于政治目标，实现政府系统自身的某种激励③。如
果说以往开发区建设的关键抓手是政企统合的话，那么未来开发区治理的关键问题是，理顺围绕

管委会形成的府际关系网络。虽然开发区管委会与开发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府际关系网络的重
要一环，但伴随开发区的发展成熟、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政企分开的刚性要求，政企关系在
整个府际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将逐渐式微。也就是说，开发区的政企关系渐渐地与非开发区趋
同，其独特性会慢慢消失，而围绕管委会形成的府际关系网络仍然是开发区治理的关键。从府际
关系网络的视角看，第三区域与政企统合理论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地方:

开发区虽不同于一般的城镇区域或乡村区域，但根据治理模式的不同来定义第三区域，在逻

辑上容易导致错误的理解。《国务院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规定的批复》( 国函〔2008〕60 号) 规
定: 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
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
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 3000 人以
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
而乡村是指本规定划定的城镇以外的区域。可见，一个地方是城镇还是乡村，在统计上是明确
的，并不存在城镇与乡村之外的第三区域。那么，到底能否根据治理模式来区分不同的区域呢?
严格地讲，这是不能的。第一，从历史逻辑看，是先有不同类型的区域，后有多样化的区域治理模
式，而不是相反。用后产生的不同治理模式，去反推定义先产生的区域类型，可能不够严谨。第
二，从学术逻辑看，开发区的治理模式包括政府治理型、政企合作型、企业治理型等很多种，用其
中的一种治理模式去定义区域类型，可能产生以偏概全的问题。况且，城镇和乡村的治理模式虽
有不同的侧重，但在强调大一统的中国，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而，开发区的治理模式就不是
“第三种类型”，开发区也就不能成为“第三区域”。在英文文献中，一般用 Special Economic Zone
( 特殊经济区) 来称呼开发区。也就是说，跟传统的行政区( 包括城镇和乡村) 不一样，是较为特
殊的经济区域。
开发区的治理体制有很多种，管委会的职责权限有所不同，政府的集权化符合部分开发区的

现实，但全国开发区的多样性不可忽视。正如前文所述，根据政府对开发区事务介入程度的不
同，可以把开发区的治理模式细分为: 管委会全治型、管委会主治型、管委会协调型、政企合一型、
政企模糊型、政企分开型、国企治理型、联合治理型、外企治理型。其中，前六种体制一般设有管
委会，所以称之为开发区管委会体制。但不同的管委会体制，其职责权限相差很大。从管委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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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型到政企分开型，可以形成一个“连续型光谱”。第三区域与政企统合理论强调，开发区治理
模式的核心特征是突破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分权化改革，形成党政企的高度统合，并由此实
现了各项决策权力以及各种治理资源向上级地方政府及其管委会集中①。开发建设是一种大规
模生产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过程，其任务属性决定了政府集权化的制度演化逻辑②。事实上，政
企统合并不意味着管委会的权力增加了，而只是开发公司发挥了市场化主体、投融资平台、人力
资源储备库等功能，为政府动员各方面资源提供了便利。与其说是政府采取了集权化战略，还不
如说是企业深度参与了开发区治理。另外，有些开发区属于企业治理型，本来就没设管委会，比
如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地跨徐汇区和闵行区，开发区事务由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

总公司负责。在这类开发区，并不存在政府的再集权化问题。所以，第三区域与政企统合理论强
调的政府集权化战略，忽视了全国开发区治理的多样性。
开发区的府际关系一直处于演化之中，把部分开发区的阶段性特点———政企统合，看成是第

三区域的本质，可能导致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不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把政治放在时间之
中，可以大大丰富人们对复杂社会动态的理解③。虽然制度变迁很少能够实现那些发起变革者
的事先目标，变迁也不能被精确控制④，但府际关系网络仍然会对开发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
化做出制度性响应。中国开发区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如果在小范围探索( 1984 ～ 1991 年) 和快
速成长( 1992 ～ 2002 年) 阶段，主要关注规划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话，那么在二次创业( 2003 ～ 2013
年) 和转型升级( 2014 年至今) 阶段，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功能混合与产城融合。
大体上，政企统合的治理模式比较符合前两个阶段的发展需要。而如今，多数开发区执行了中央
三令五申的政企分开的要求，并有托管行政区、回归行政区的趋势。此时的府际关系网络，远比
政企统合要复杂得多。事实上，第三区域与政企统合理论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一点。有学者指出，
开发区在以公共产品生产为主要矛盾阶段，普遍存在比较集权的管委会体制，以追求科学行政为

主要特征; 但公共产品生产建设基本完成之后，公共产品分配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又纷

纷从集权的管委会体制转向有一定制约的政权体制，逐渐强调民主行政⑤。但在其随后的研究
中，为论证第三区域的独特性，由于过多强调了政企统合模式的重要性，而没能在开发区治理的

变迁中，发现府际关系网络演化的逻辑。
笔者认可第三区域与政企统合理论对开发区治理研究的重要贡献。只是因为观察事物的角

度不同，引发了一些对话性思考，并试图为该领域知识的逐渐积累贡献一点“增量”。本文基于
广义府际关系的视角，对开发区治理中的错综复杂关系进行系统爬梳。虽在分析框架上可以涵
盖管委会与开发公司之间的关系，但专注研究政企统合、集权治理及其风险的第三区域与政企统
合理论依然有其创新意义。

五、结语

作为具有准政府特点的管委会体制改革，既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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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又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场域，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没有任何其他国家
的开发区能像中国的开发区一样在国内和国际上具有同样的影响力。中国成为世界上较大的产
品出口国和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开发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①。当前，开发区的
治理模式虽有很多种，但总体上属于“渐弱式市场替代体制”。如要跃升为“限度介入式公共治
理体制”，就需要呈现出服务性结构、建立双向责任关系、确保公权力的理性化运作，以寻求治理
效应的均衡化②③。中国开发区的府际关系网络，在总体上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
充分发挥其自主性进行多元化探索的产物。也正因为缺乏统一的规范，开发区管委会体制下的
府际关系，长期处于“迷雾”状态。“镶嵌”在行政区的开发区管委会，似乎成了“漂浮型”组织。
有学者把国家级新区在执行权力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权限不明、行政职能界限不清的现象称

为模糊行政，并指出这是国家试验下的任务性组织、法律地位模糊的非正式组织、快速发展的绩
效型目标、单兵突进的错位改革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④。对中国大多数开发区而言，不仅存在模
糊行政，而且形成了模糊府际关系。同时，模糊行政与模糊府际关系在实践中相互映衬，互为表
里。管委会与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长期得不到明确规定，既反映了管委会的职责
权限不明、法律地位不清，又反映了开发区府际关系领域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也就是说，错综复
杂的开发区府际关系至今都未得到明确的规范。在改革初期，模糊可以降低管理过程的交易费
用、留足体制创新的回旋余地、给管委会提供诸多操作上的便利。但在开发区发展的转型升级阶
段，以及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⑤的新时代，模糊府际关系必将带来越来越多的治理
障碍和廉政风险。因此，出台规范开发区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管委会的职责权限、理顺管
委会与上级政府以及属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强化管委会与周边政府之间的协同合作、完善管委会
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应成为下一步开发区治理实践和研究的重点。

作者:吴金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市，310058)
( 责任编辑: 林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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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and resources that differs from the discourse of inner sage and outer king on one hand and
the myth of modern democratic regime on the other hand．

Key words: political fundamentals; ordering the world; constitution; regime

The Dawn of a Post-crisis Era: The Theoretical Ｒeconstruction Based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tology He Yanling，Zhang Xuefan( 82)……………………………………………………
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PA) ontology to a large degree creates

the gap between the signified and signifier within Chinese PA． The understanding of ontology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PA theories reconstruction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s． Among diverse sublevel
academic fields in PA，a govern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gent，which support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knowledge network． Among numerous topics，public natur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anchor of the
identity of PA boundary． In essenc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requires the redevelopment of
underlying contexts，rationales，and orders within PA theories． At the dawn of a post-crisis era，how to
respond to this complex world is crucial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PA theories．

Key words: Ontology;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natur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Chinese Contexts

Network or Integration: Ｒesearch on Intergovernmental Ｒelations under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System of Development Areas Wu Jinqun( 97)……………………………………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governance models in development areas as following: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government-enterprise cooperation，and company management． Generally，the first two
categories have management committee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system of development areas can be subdivided into six types，which are in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e“continuous spectrum”． However，for a specific development area，it is
possible to move between different locations of the spectrum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practice，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development area forms complex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network with higher-level government and functional departments，territorial governments，surrounding
local governments，and other governance entities． In general，they are not the result of top-level
design，but the product of local governments’diversified exploration by using their autonomy． Due to
the lack of unified norms，th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under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system of
development areas are relatively vague for a long time． If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areas in the past is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then the key issue in the future about
the governance of development areas is to rationalize the network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round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Key words: development area; management committe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governance
of developmen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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